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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男性文士在女性优伶身上体现出来的双重人格，其实，跟男性文士的社会“身份”有关，包含有深刻而
又玄妙的中国文化精神意义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男性文士兼有多种社会身份，必然会对其社会伦理观念结构产生重大影响。 
    这种男性文士的社会身份多重性，也使男性文士的每一种社会身份都是“不纯真的”，甚至会“常常
是从差异之间的边界或间隙之中产生出异素并存的混合物。这种嫁接往往表现为痛苦的分裂、不专一的忠诚或
不知该何去何从的置换取代”。[7]美国学者苏珊· S·弗里德曼（ Susan Standford Friedman）提出了一种
“社会身份疆界说”，认为女性文学批评以及妇女作家批评存在着某种盲目性，主要体现为与后结构主义、多
元文化主义、后殖民主义研究、文化研究、人类学、政治理论、社会学、地理学和同性恋研究等学术领域的理
论进展产生一种脱节现象，并且具体地描述了这种新社会位置地理（geography  of  positionality）所应
当包含的六种相互关联的不同社会身份话语表现，即多重压迫论（multiple oppression）、多重主体位置论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津津，遂致听者跃跃。” [42]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男性文士的“假面性”人格，表现在女性优伶上也必然表现为一种“摆弄”性质，一方面视之为情感和
欲望的寄托对象，另一方面又持有戒备的理性情绪，故既施以诱惑，又缺乏真情的投入。法国学者 Teresa d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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